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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国际债务治理：过程、
功能与前景

周玉渊１

（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的重要议题。 １９５６ 年巴黎俱乐部的成立

标志着国际债务治理的诞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中国家危机的暴发推动着国际债务治理第

一次转型：国际债务治理的主体和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国际债务治理的议题和目标不断扩大；
债务治理逐渐偏离其原有轨道，成为西方国家塑造发展中国家发展议程的重要方式。 这一转

型奠定了当今国际债务治理的理念、机制和模式。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主导着国际债务

治理的理念。 国际社会虽然没有建立有约束力的集体债务治理机制，但这并不妨碍巴黎俱乐

部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松散的协调在国际债务治理上发挥领导作用。 从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

起，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再度上升，国际债务治理的缺陷开始不断暴露，中国等非巴黎俱乐部

国家在国际融资和债务治理上的重要性快速上升，这一系列因素推动着国际债务治理开始经

历新的转型。 然而，新型国际债务治理体系必须致力于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融资管理体系、均
衡有效的国际债务治理框架，必须致力于真正解决债务问题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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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 年巴黎俱乐部成立是国际债务治理诞

生的主要标志。① 通过塑造原则规范和早期实

践，巴黎俱乐部逐渐确立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

务管理上的领导者地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

中国家债务危机推动着国际债务治理开始经历

重要转型。 国际债务治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债务治理的主导机制从巴黎俱乐部、伦敦俱乐

部逐渐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

际金融机构。 债务治理的重点从主权债务谈判

转向大规模的债务救助。 通过 “重债穷国倡

议” （ １９９６ 年）、 “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 ２００５
年）、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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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倡议和机制，西方发达国家、巴黎俱乐部

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逐步确立了在国际债务治

理上的主导者地位。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形势的复杂化、债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

理方式的差异化，正成为国际债务治理发展转

型的新动力。 ２０２０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ＣＯＶＩＤ－１９）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受到

高度关注，也正加速传统债务治理主体与中国

等新兴国家之间的深度互动。 在这一背景下，
全面认识国际债务治理机制的理念、模式和有

效性，对于理解国际债务治理体系的转向和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中国更加建设性地

参与国际债务治理。

一、国际债务治理：历史与进程

二战结束后，债务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战胜国和战败国需要妥善解决的重

要问题之一。 １９５３ 年，西方发达国家推动达成

了《伦敦债务协定》，为妥善处理西德战后债务

问题提供政策框架。 １９５６ 年成立的巴黎俱乐部

成为二战后协调主权债务谈判的主要机制。 巴

黎俱乐部国家通过集体债务谈判为第三世界债

务国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支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暴发，使债务问题真正

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①在应对债务危机过程

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等多

边金融机构逐步确立了在国际债务治理中的核

心地位。 ２００５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低收

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ＤＳＡＦ），债务可

持续性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核心议

题。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随着发展中国家

债务来源和国际融资格局的重大变化，国际债

务治理的内涵和形式开始发生变化，改革和转

型成为国际债务治理面临的新问题。②

１．１　 《伦敦债务协定》方案

国际债务治理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

源。 一战结束后，债务问题是引发欧美国家“大

萧条”（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的主要因素。③正是

因此教训，二战结束前后，债务问题的重要性受

到了欧美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很大程度上，
１９４４ 年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为了增

加流动性、应对不同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 这

一时期的债务解决方案主要吸收了英国经济学

家凯恩斯提出的 “直减—间减”（ｌｏｓｅ－ｉｔ－ｏｒ－ｕｓｅ
－ｉｔ）的方式，即一方面进行直接债务减免，另一

方面通过增加对债务国进口，提升债务国的还

款能力。 这一方式直接体现在 １９５３ 年通过的

《伦敦债务协定》。 这一协定使西德战后债务问

题得到妥善解决，为西德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

要作用。 因此 １９５３ 年《伦敦债务协定》也被称

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最可持续性的债务解

决方案”。④然而，西德战后债务问题的解决只是

个案，其成功且高效的解决与冷战格局、美国强

力推动，以及德国自身的经济恢复能力有密切

关系。 在此之后，《伦敦债务协定》方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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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债务的主流方案，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没有出现过类似案例。

１．２　 巴黎俱乐部主导主权债务谈判

巴黎俱乐部源于 １９５６ 年西方债权国为应

对阿根廷债务问题而召开的协调会议。 当时谁

也没有料到巴黎俱乐部会成为应对发展中国家

国家债务问题的主要机制。① 在成立后的二十

年时间内，巴黎俱乐部基本以松散的论坛形式

维持运作，其开展的活动也相对有限。 这一时

期，巴黎俱乐部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

“拖欠债务”问题，主要扮演着“征收债务”的角

色。 １９５６—１９７８ 年间，巴黎俱乐部共与 １２ 个国

家开展了 ２６ 次谈判。 总体上，这些债务问题并

不突出，巴黎俱乐部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然而，
作为一个主权债务谈判机制，巴黎俱乐部的核

心原则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巴黎俱乐部 ６ 原

则包括：团结（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共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信
息共享（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一国一议（Ｃａｓｅ ｂｙ
ｃａｓｅ）、条件性（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可比性（Ｃｏｍｐａ⁃
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巴黎俱乐部重点开始转向

应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巴黎俱乐部的角色

从“征收债务”转向债务减免和重组，其政策目

标也逐渐扩大到债务可持续性、国际发展合作、
甚至政治经济变革等。③ 相应地，巴黎俱乐部不

断改革和提出新举措。 其在不同阶段提出了包

括传统条款、威尼斯条款、多伦多条款、休斯敦

条款、伦敦条款、那不勒斯条款、里昂条款、科隆

条款以及依云方案等债务解决方案。 １９８７ 年之

前，巴黎俱乐部的债务谈判方案全部基于“传统

条款”（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ｅｒｍｓ）。 这一条款主要是应对债

务国的流动性危机，根据一国一议原则开展债

务重组谈判，并不涉及债务减免或优惠性债务

重组。 １９９０ 年，随着债务危机影响持续扩大，巴
黎俱乐部坚持不进行债务减免的立场开始软

化，为此通过了“休斯敦条款”（Ｈｏｕｓｔｏｎ Ｔｅｒｍｓ）。
该方案为高负债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债务

重组和减免方案，但债务减免比重相对有限。
１９９１ 年， 巴 黎 俱 乐 部 又 提 出 “ 伦 敦 条 款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ｅｒｍｓ），将债务减免比例从 １９８８ 年的

３３％提高至 ５０％。 １９９４ 年，提出“那不勒斯条

款”，将债务减免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６７％，１９９６
年“里昂条款”进一步提升至 ８０％。 在“重债穷

国倡议”提出后，巴黎俱乐部在 １９９９ 年提出“科
隆条款”取代“里昂条款”，其主要针对重债穷国

倡议国家，将债务减免比例提升到 ９０％或以上。
２００３ 年，巴黎俱乐部又提出了 “依云方案”
（Ｅｖ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使巴黎俱乐部债务救助的范

围从之前仅限于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 ＩＤＡ）
国家扩大到更大范围。

巴黎俱乐部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

重要的原则、规范和实践。 巴黎俱乐部债务谈

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濒临违约规则”。 这一

原则规定，巴黎俱乐部只与处于债务危机或高

风险状态的国家进行谈判，且债务谈判必须由

债务国首先提出。 巴黎俱乐部很大程度上只是

为债务国无法避免债务违约时提供一个最后选

项，“其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促进重债国家的债

务可持续性和经济发展。”④另外，巴黎俱乐部在

解决不同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具有明显的选

择性，其重点关注对西方有重要战略价值和意

义的国家。 例如，冷战时期，土耳其、印度尼西

亚等国很快与巴黎俱乐部完成了债务减免或重

组方案。 而更有代表性的是对伊拉克债务问题

的解决。 伊拉克并不属于重债穷国，因此并不

符合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减免条件。 然而，解决

伊拉克债务问题是小布什政府和美国国会的优

先议题。⑤ 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关注下，巴黎俱乐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Ｊａｖｉｅｒ Ｄｉａｚ－Ｃａｓｓｏｕ， Ａｉｔｏｒ Ｅｒ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ｂ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ｕｂ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２０， ２０１６， ｐ．５．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ｕｂ， “Ｔｈｅ Ｓｉ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ｌｕｂｄｅｐａｒｉ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ｇｅ ／ ｔｈｅ－ｓｉ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同①， ｐ．３４．
同①， ｐ．７．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Ｗｅｉｓｓ， “Ｉｒａｑ：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ｕｂ Ｄｅｂ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ＲＳ Ｒｅ⁃

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０５， ｐ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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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于 ２００３ 年制定了依云方案。①

１．３　 多边金融机构主导国际债务救助

１９８２ 年，墨西哥政府率先宣布无力偿还债

务，成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要开端。
１９８９ 年，巴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停止偿还

利息的国家。 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债务危

机大规模暴发，拉美和非洲成为债务危机的重

灾区②。 债务危机为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包括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介入发展中国家提

供了重要机会。 因为 ８０ 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

危机时，发展中国家贷款的主要来源是私人债

务和商业贷款，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并不

高。 通过纾困贷款，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

家外债的比重快速上升，从而使多边债务开始

超越私人债务成为发展中国家债务的主要来

源。 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债务

以及发展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国际金融机构主导了以债务减免为核心手

段的债务救助。 在早期的债务危机应对上，美
国主导的贝克计划和布拉迪计划更重视纾困贷

款、政策刺激和经济改革的作用。 然而，由于效

果非常有限，国际社会开始转向以减债为核心

的债务救助策略。 １９９６ 年，国际金融机构提出

“重债穷国倡议” （ＨＩＰＣ），之后又在 １９９９ 年提

出“增强版重债穷国倡议”，在 ２００５ 年提出“多
边债务减免倡议”（ＭＩＤＣ）等。 随着世界经济格

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的带动效

应，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上开始经历较快恢复，
“重债穷国倡议”等的政策效果也开始显现。 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重债穷国的总体债务规模得到

控制，债务可持续性指标明显好转。 这些成效

提升了多边金融机构在国际债务治理上的合法

性。 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由多边金融机构统一

协调和制定规则的国际债务治理格局，其中巴

黎俱乐部主要负责双边债务谈判、多边金融机

构负责多边债务谈判。
国际金融机构主导构建了以债务可持续性

为导向的债务治理范式。 ２００５ 年，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提出了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

续分析框架（ＬＩＣ ＤＳＦ）。 该框架根据形势和需

求变化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７ 年进行了多

次评估和修正，从而使其相关性和专业性持续

得到提升。 该框架通过分析低收入国家的债务

水平、识别债务风险、确定债务风险等级等为低

收入国家借款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技术支

持。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分析一国未来十年的债务负担，根据基准

线和情景压力测试来分析债务面对经济和政策

冲击的脆弱性；二是根据具体的债务阈值和基

线指标，评估外债以及公共债务风险。 因为每

个国家债务承载力存在差异，国际金融机构用

综合指数（ＣＩ）将其划分为弱、中、强三类，并为

每一类国家确定了对应的债务阈值和基线指标

（见表 １）。 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对基线指标和压

力测试后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对象国的债

务风险等级（见表 ２）。③

目前该框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评估低收入

国家债务可持续性风险的重要方式，是不同利

益攸关方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 “债务可持续

性分析是多边借贷机构制定借贷政策的重要依

据，债务风险评估直接影响着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债务限制政策（ＤＬＰ）、世界银行的非优惠

借款政策（ＮＣＢＰ）”。④ 简言之，债务可持续性

已经成为当今发展中国家债务治理中的核心议

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国际社会的发展

合作产生着重要影响。

４

①

②

③

④

或者可以说，伊拉克债务问题导致了“依云方案”的制

定。 可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Ａ． Ｗｅｉｓｓ， “Ｉｒａｑ’ｓ Ｄｅｂ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０５， ｐ．６； Ｊｏｈｎ Ｂ． Ｔａｙｌ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９ ／ １１
Ｗｏｒｌｄ， 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８．

江时学：“拉美为什么经常爆发金融危机”，《太平洋学

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可参见：

ＩＭＦ，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Ｆｕｎｄ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１８．

ＩＭＦ， “ＩＭ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０２ ／
ｐｒ１７３８０－ｉｍ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ｂｏａｒｄ－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ｉｍｆ－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ｄｅｂ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ｌ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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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下低收入国家债务负担阈值和基准

债务承载力
外债存量占比（％） 外债偿还占比（％） 公共债务占比（％）

国内生产总值 出口收入 出口收入 财政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

弱 ３０ １４０ １０ １４ ３５

中 ４０ １８０ １５ １８ ５５

强 ５０ ２４０ ２１ ２３ ７０

　 　 来源： ＩＭＦ， “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ＩＭＦ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ｏｗ －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２， ２０２０。

表 ２　 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划定依据

风险等级 划定依据

低风险 在基线（Ｂａｓｅｌｉｎｅ）情景下和压力测试后，没有一项指标超过阈值。

中风险 在基线情境下，没有指标超过阈值；但在压力测试后，至少一项指标超过阈值。

高风险 在基线情景下，至少有一项指标超过阈值；但目前并不存在债务偿还困难。

困境
一国已经出现债务偿还困难，例如存在违约，正在或即将进行债务重组，或者具有极高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大量到期债务

逾期，或者严重超出阈值）。

　 　 来源： ＩＭＦ， “ Ｊｏｉ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 ＩＭＦ 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ｏｗ －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２， ２０２０．

二、国际债务治理：机制与功能

二战结束后，经济手段是西方发达国家介

入新独立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重要方式。
从要求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到推广经济自由

化，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是西方国

家介入的重要途径。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新自

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主流的经济思想，在发展

中国家推广经济自由化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目

标。 ８０ 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暴发，为西

方国家推广经济自由化创造了重要机会，政策

条件是西方经济干涉主义理念的重要工具。 多

边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介入发展中

国家发展进程，经济自由化理念从一开始就嵌

入债务应对的举措中。 这集中表现在，贝克计

划、布拉迪计划等早期的应对方案主要由美国

提出，其核心举措包括放松经济管制、扩大投

资、放开金融、国企私有化等自由化主张。①新自

由主义经济理念的顶峰是多边金融机构在发展

中国家 大 规 模 推 行 “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计 划 ”

（ＳＡＰ）。 这一计划给非洲和拉美国家带来了巨

大灾难，使拉美和非洲国家经历了“失去的十

年”，或者是 “四分之一个世纪”。②总体上，从巴

黎俱乐部到国际金融机制，国际债务治理的理

念基本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塑造，两
者之间的合作协调塑造了当前国际债务治理的

机制和模式。

２．１　 国际债务管理机制

机制建设是国际债务治理的重要目标。 从

七十七国集团到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社会在国

际债务管理机制建设上进行了多次尝试。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凸显，
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集体方式开展与债权国的

债务谈判。 １９７９ 年在马尼拉召开的联合国贸发

５

①

②

两个计划都是以美国财长提出而得名。 可参见 Ｍａｎｕｅｌ
Ｍｏｎｔｅａｇｕｄｏ，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Ｂａｋｅｒ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ａｄｙ Ｉｎｉｔｉ⁃
ａｔｉｖｅ： Ａ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ｙｅｒ， Ｖｏｌ．
２８， Ｎｏ．１，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９４， ｐｐ．５９－８１．

Ｔｈｅ Ｕ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１７， ｐｐ． ６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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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提议成立国际债务

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根据这

一设想，国际债务委员会应该是一个中立的论

坛，主要用于推动债务国与巴黎俱乐部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谈判。①另外，七十七国集

团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超国家的国际债务管

理机构，同时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债务问

题上的职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扮演国

际清偿法院的角色，而不是债权人的角色”。②然

而，成立国际清偿法院和仲裁机构的倡议都没

有成为现实。 １９９０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执

行董事丹尼尔·凯泽（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ｅｓｅｒ）提议建立

一套债务工作机制。 根据这一建议，首先应成

立有效的债务谈判和减免机制，其次应该把重

点放在预防未来的债务风险上；债务救助的重

点应该是采取措施降低处于债务困境国家的

借贷成本。 这一倡议使当时国际债务治理的

对象从处于债务高风险的国家，扩大到更大范

围的债务国，对后来的债务管理产生了重要影

响。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

定了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从而使国际债务治理

真正 从 应 对 债 务 危 机 扩 大 到 债 务 问 题 的

治理。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

债务危机的暴发为国际债务治理机制发展提供

了重要动力。 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尝试提出新的

主权债务重组机制（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建立一个

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债务谈判、仲裁和决策机

制，但遭到了美国等国家和组织的反对。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 ２０１３ 年欧债危机再次对

建立国际债务解决机制提出了需求。 在这一背

景下，联合国改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专家委

员会（斯提格利茨委员会）提议建立具有强制力

的国际债务重组法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ｕｒｔ），但因受到明显的反对，该提议调整

为建 立 没 有 约 束 力 的 “ 主 权 债 务 论 坛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Ｆｏｒｕｍ）。 与此同时，联合国贸

发组织也在国际债务治理上提出一些新的倡

议，包括建议成立债务问题协会（Ｄｅｂｔ Ｗｏｒｋｏｕ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其核心目标是希望债务国在债务问

题上发挥主要作用。 比如，债务可持续性分析

应该由债务国自己开展，经济和社会恢复计划

应该由债务国自己来执行。
２０１４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在联合

国大会层面组建一个机制，用于开展主权债务

重组谈判。 这一决议使债务重组问题上升到联

合国大会层面，从而引发广泛关注，受到了发展

中国家债务国和非政府组织的欢迎。 然而，这
一计划遭到了西方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的抵

制，很多实质性提议包括成立债务问题委员会

都没有实现。 这一倡议最终只转化为 ２０１５ 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主权债务重组的九条原则。④

尽管并没有实现建立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目

标，这九条原则已经被视为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在一些分析看来，因为联合国大会决议本身具

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九条原则的通过反映了

在改革由债权方主导的债务治理体系上存在着

国际共识。 这成为未来国际债务管理机制建立

的重要前提。⑤

２．２　 国际债务治理的功能

国际债务治理并没有建立一套机制化的债

务治理机制，相反是采用了论坛化的或松散的

治理体系。 巴黎俱乐部主要负责双边债务相关

问题，国际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多边债务，并在国

际债务管理的理念、规范和协调上发挥核心作

用。 巴黎俱乐部秘书处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会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ｕｓａｎ Ｚｉｖｋｏｖｉｃ， “ Ｄｅｂｔ Ｒ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 ／ ｄｅｂｔ ／ ｄｅｂｔ ／ ｍ３ ／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ｓ ／ ｚｉｖｋｏｖｉｃ．ＰＤＦ， ｐ．２．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ｎ： ＩＭ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ｙ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ｕｌｙ ２１， １９９４．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ｏｇｏｆｆ， Ｊｅｒｏｍｉｎ 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 “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１９７６－２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７－１８．

九条原则是：主权、善念、透明、公正、平等对待、主权豁

免、合法性、可持续性、多数重组原则。 ＵＮＧＡ，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 ／
６９ ／ Ｌ．８４， Ｊｕｌｙ ２９， ２０１５．

Ｂｈｕｍｉｋａ Ｍｕｃｈｈａｌａ， “ＵＮ Ａｄｏｐｔｓ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ｔｗｎ．ｍｙ ／ ｔｉｔｌｅ２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２０１５ ／
ｆｉ１５０９０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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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联络机构，多边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年度会议

来讨论债务问题。 然而，松散的机制并没有减

弱传统债务治理的效力。 相反，债务谈判的结

果虽然只体现在会议记录、备忘录等非正式文

件中，但往往却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①从巴

黎俱乐部到国际金融机制，两者的合作协调共

同塑造了当前国际债务治理的基本模式。 概括

起来，国际债务治理主要包含四个核心功能：构
建债务治理的规范和标准；主导债务管理的过

程；协调债务谈判或救助；规范和引导其他债

权人。
（１）构建国际债务治理的标准和话语。
巴黎俱乐部和多边金融机构是国际债务治

理的主导者，这主要体现在其在标准和话语的

制定上。 其一，通过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塑

造当前国际债务治理的核心议程。 即国际债务

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债务可持续性。 其二，
通过专业研究、国家债务风险评估、技术援助、
政策建议等形式，形成对债务国债务问题的权

威知识。 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建议依然是债务

国政策制定以及债权国债务政策的重要依据。
世界银行是最重要的发展经济学知识提供者，
世界银行的研究在影响政策制定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通过技术援助（ＩＭ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帮助成员国制定经济和财

政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支持优先投向

那些经济政策获得该机构认可的国家。 世界银

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评估项目（ＦＳＡＰ）
对债务国的金融部门进行分析，其政策建议往

往直接转化为债务国的政策（详见表 ３）。 其

三，形成对国际金融机构债务管理的路径依赖。
传统债务治理更关心债务规模和指标变化，因
此，控制债务水平是重要政策方向。 为了控制

债务水平，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深度介入

债务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贸易和税收

政策。 然而，这一政策导向往往以忽略债务国

的实际情况为代价，即政策主要是为了“控制债

务指标”而非“经济增长和发展”。② 这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国家的发展投入，与债务国发展潜

力释放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２）主导债务管理过程。
在政策管理、领域管理、风险防范管理、债

务重组谈判等关键环节，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

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国际金融机构主

导地位的重要基础。 其一，政策管理。 虽然名

义上债务国是债务管理的主体，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及多边金融机构的政策主张往往发挥

重要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通过金融

支持、债务控制、改革建议、政策预警等方式促

进债务国改善其宏观经济政策和债务政策。
债务国的经济稳定和改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认可）是该国获得国际金融机

构借贷或者进行债务谈判的重要依据。 尤其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债务国设置的融资上

限直接影响着第三方的融资。 其二，领域管

理。 多边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融资、官方发展援

助和信用担保等方式确立了在发展中国家债

务中的领导地位。 多边金融机构的融资流向

深刻影响着债务国的发展领域，也对其他国家

的贷款流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体上，世界

银行和地区性金融机构的融资和贷款相对更

具有发展属性，其往往较多支持基础设施、农
业、电力、水、卫生、社会发展等领域。 其三，风
险防范管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

性分析框架不仅影响着巴黎俱乐部、私人金融

机构、商业银行以及新兴国家的债务政策，更
重要的是，其逐步内化为债务国制定债务管理

政策的重要工具。 一个重要的表现为，发展中

国家债务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比以往有明显提

升。 根据多边金融机构债务规范，基本上每个

债务国都设置了债务管理办公室，并定期发布

债务管理战略和政策。 债务风险预警和预防

７

①

②

例如巴黎俱乐部将是否有会议纪要作为债务国债务状况

评估的一个重要条款。
杰弗里·萨切斯直接指出，传统债务治理机构的债务管

理政策、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等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其并没有真

正以债务国的实际为前提。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许多接受巴黎俱

乐部和国际金融机构债务减免的国家至今依然面临着经济和发展

问题。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Ｄ． Ｓａｃｈｓ，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ｐ．
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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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工作中的重点。①

表 ３　 国际金融机构主要债务治理机制、政策和工具

名称 政策简介 核心工具（或条件） 影响

世界银行发展政策借贷

基于伙伴关系框架（ＣＰＦ），在满足

前期行动（Ｐｒｉ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前提下，向

需求国提供发展融资支持

借贷国应该：维持有效的宏观经济

框架；项目执行得到世界银行认可；

项目执行有政策和机制保障

对宏观经济、良治、社会政策、执

行能力、以往记录的综合评估塑

造了借款国的政策议程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 织 金 融 评 估 项 目

（ＦＳＡＰ）

两者联合对国家金融行业进行分析

评估。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评

估由两者联合完成，发达经济体评

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ＤＳＡｓ），主要包

括债务国未来 ２０ 年债务负担分析；

外债风险；降低债务风险的借贷战

略建议

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支

持和债务限制政策、世界银行捐

赠和贷款份额安排、其他债权人

借贷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救助）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之

一。 在借款国签订意向书（包含经

济和金融政策改革）、获得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批准后，提

供融资支持

前期举措（Ｐｒｉ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良好绩效

标准 （ ＱＰＣｓ）；目标执行评估 （量

化）；结构性基准评估（非量化）

提出结构改革目标；

结构性基准评估对于贷款发放

具有决定性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警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之

一。 通过国别和地区预警，监督成

员国财政平衡政策执行情况

利用“第四条款”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年度

活动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驻

在国政府、中央银行及各阶层代表

进行调研交流，最终的“第四条款”

国别报告会提交执行董事会并反馈

给驻在国政府

“第四条款”报告对小国和穷国

的直接影响很大。 对国际投资

和商业借贷也能产生较大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技术

援助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之

一，占日常经费的 ２５％。 通过技术

支持帮助成员国制定良性经济政

策、建立有效财政金融机制、促进宏

观经济稳定

通过派驻代表、培训、研修、工作坊、

在线支持的方式，为成员国提供支

持。 主要涵盖货币金融、财政政策

管理、宏观经济统计、财政金融立

法等

技术援助主要用于获得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支持的项目，对成员

国主要需求关注不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识与

援助分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识是其他援助

方和融资方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参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分

析的分析和建议（９７％的援助者在

对低收入国家援助时借助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评估）

成员国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维持良好关系、执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政策

　 　 来源：Ｔｉａｇｏ Ｓｔｉｃｈｅｌｍａｎｓ，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ｕｒｏｄａ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３）协调债务谈判。
主权债务谈判是债务治理中最核心也是最

复杂的部分。 债务重组谈判的过程和效果是传

统国际债务治理体系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根本反

映。 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复杂化以及债务

来源构成的多元化，集体债务谈判的难度在不

断增加。 一方面，在债务谈判实践的基础上逐

渐形成了一系列债务谈判的原则、规则或共识。
例如，债务重组谈判必须由债务国首先提出，且
是在债务违约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巴黎俱乐部

坚持必须在债务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

８

① 周玉渊：“发展中国家债务政治化的影响与反思”，《国际

展望》，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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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稳定与改革计划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债务重组

谈判；在并未发生债务违约的前提下，不建议债

务国和债权方直接进行对话；在出现债务违约

的情况下，债务国与其他债权方的接触和谈判

应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违约借贷”
政策进行。 在债务优先偿还顺序上，则形成了

应急性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贸
易、银行间借贷和债券的还款顺序。① 另一方

面，不断变化的形势又对已有债务谈判原则和

规范构成挑战。 当前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国

家如中国主要是通过双边途径进行债务谈判。
虽然中国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巴黎俱乐部的原

则和经验，但在理念和方式上与之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甚至冲突。 中国与巴黎俱乐部国家的磨

合正成为国际债务谈判原则和规范不断细化的

重要动力。②

（４）规范他者。
债务来源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持续考验着传

统的债务治理。 如何引导、规范甚至限制新的

债权方是债务治理已有规则制定者面临的重要

课题。 传统债务治理体系需要通过制定和调整

规则来规范其他债权方的行为。 ２０ 世纪为了应

对私人部门、商业银行和债券债务的增加，巴黎

俱乐部提出了“可比性”原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这一原则要求债务国在与非巴黎俱

乐部债权方签署协议时，不应接受比与巴黎俱

乐部债务重组标准低的条款。 这一原则最开始

主要是针对私人部门和商业银行贷款，目前则

扩大到新兴债权国。 同样，巴黎俱乐部也积极

推动扩大版的债务问题论坛，例如定期举办巴

黎俱乐部与私人债权人论坛，通过观察员机制

吸收中国参与巴黎俱乐部集体债务讨论等。 为

了克服债务谈判中的集体行动困境，鼓励债权

方尤其是债券持有者参与集体债务谈判，国际

债权人也尝试构建集体行动的条款，例如尝试

达成 ７５％的多数决定权原则。 另外，接受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国家必须制定和执行国际

金融机构支持和认可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使得

国际金融机构在这些国家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上

具有很大的权威和话语权，这意味着其他债权

国在与发展中国家达成债务协议前，必须考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和关切，否则就可能

面临着破坏国际合作的道德风险。③

三、国际债务治理：改革与转型

国际债务治理在应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危

机、塑造发展中国家债务管理政策以及推动国

际合作协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巴黎俱乐部已经与 ９２ 个债务国达成了

４５４ 个债务重组协定，涉及债务金额达到 ５８７０
亿美元。④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重债穷国倡议”
和“多边减免倡议”使 ３９ 个“重债穷国倡议”国
家中的 ３６ 个获得了债务减免，在解决欠发达国

家的债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６ 年之后，重
债穷国的债务可持续性指标大幅回落至合理区

间，债务状况明显改善。 然而，在长期的实践

中，传统债务治理也暴露了诸多问题，使其面临

着严峻的质疑和批评。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规模又开始出现较快增长，
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持续上

升。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则把发展中国家的债

务问题推到风口浪尖。 这些重大变化对国际债

务治理提出了新的重要考验，也正成为国际债

务治理改革转型的重要动力。

３．１　 国际债务治理面临的质疑

（１）传统债务治理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债务

国自身的发展议程。
债务国是国际债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实力的不对称，传统债务治理一定程

９

①

②

③

④

Ｌｕｋｅ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Ａｄｅｌｅ Ｗｅｂｂ，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Ｄｅｂｔｏｒｓ
Ｐｒｉｓ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ＣＦＩＤ ） Ｓｅｒ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ｐｐ．９－１０．

Ｋｅｖｉｎ Ａｃｋｅｒ，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ａｎｄ Ｙｕｆ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Ｄｅｂ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ＡＲ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２０ ／ ３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２０．

徐梅：“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及我国应对政策选择”，《太平

洋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ｕｂ， “Ｋｅｙ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ｌｕｂｄｅｐａｒｉｓ．ｏｒｇ ／

ｅｎ，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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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发展成为传统债权方对债务国的治理。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通过联合国贸发组织等平

台，南方发展中国家积极与发达国家讨论债务

治理。 南方国家的一个重要诉求是，必须从国

家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解决债务问题。 其

核心理念是只要国家发展了，债务问题自然迎

刃而解。 然而，因为担心丧失政策影响力和承

担更大责任，巴黎俱乐部坚持将重点只聚焦于

债务谈判本身。② 同时，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如

墨西哥和阿根廷因为担心发达国家减少贷款和

金融支持，对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倡议态度冷

淡。 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债务问题上的集体努

力以失败告终。 自此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债务治理中的话语日渐式微，债务国最终沦为

国际债务治理的客体。 这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

是，传统债务治理体系主要是建立在债权方的

理念和利益基础之上，而非基于债务国的国情

和现实。③讽刺的是，传统债务治理更多是债权

方（ｃｒｅｄｉｔｏｒ）的政治，其核心工作是债权方之间

的协调，即克服债权方的“集体行动难题”。 这

导致债务的使用效果等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

被忽视的。 这一现实决定了当前国际债务治理

体系过于关注债务问题本身、过于强调债务控

制导向，而相对忽视债务与发展关联以及债务

使用效果。 一定程度上，由于无视债务国自身

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传统债务治理改变了发展

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进程，在发展中国家的自主

发展和内生性增长上起到了负面作用。
（２）国际债务治理松散的、反应式的协调机

制无法有效应对当今更加复杂的债务问题。
传统债务治理主要是在应对 ２０ 世纪发展

中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基础上形成的。 随着当今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再次凸显，国际债务治

理的不足日益暴露。 一方面，国际债务治理机

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反应式机制。 传统债务治

理是对债务危机的反应，其是用最低标准措施

来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而非从根源解决债务

问题。④另一方面，国际债务治理体系存在着“协
调难”的结构性问题。 虽然巴黎俱乐部形成了

主权债务谈判的集体原则，但是当债务谈判扩

大到私人金融机构、债权持有人或其他官方债

权人时，债务问题集体谈判往往面临非常大的

难题。 这不仅体现在原则和规范层面，在具体

国家和项目层面也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 当

前，非主权债务包括债券、商业贷款、私人金融

机构贷款，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外部债

务来源。 同时，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债务发

展上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加，这将进一步凸显

国际债务治理协调难的问题。
（３）债务问题的工具化和政治化削弱了传

统债务治理的有效性。
债务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然而，从巴黎

俱乐部成立开始，债务问题的工具化导向就非

常明显。 债务问题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介入发

展中国家事务的重要工具，在拉拢第三世界国

家，服务于自身全球战略和大国对抗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应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债务危

机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主导的债务救助附加了

大量苛刻的政治和政策条件。 债务问题甚至被

视为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经济自由化和

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借口，通过债务救助西方国

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再次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议

程的重要塑造者。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

融资能力的增强，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

进，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这

对传统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融资模式带来了重

要冲击，更对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地位

带来了挑战。 这不仅促使美西方开始反思其融

资模式，例如美国成立了新的国际发展融资公

司，而且也开始不断炒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

题，债务问题政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⑤ 在新冠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ｏｗａｒｄ Ｐ． Ｌｅｈｍａ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ｋｅｒ ｔｏ Ｂｒａｄ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２， １９９４， ｐｐ．１９１－２１８．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ｏｇｏｆｆ， Ｊｅｒｏｍｉｎ Ｚｅｔｔｅｌｍｅｙｅｒ， “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１９７６－２００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０２， ｐ．５．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Ｄ． Ｓａｃｈｓ，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０２， ｐ．１９．

同③， ｐｐ．１８－１９．
周玉渊：“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探析———兼论其对中

国的影响”，《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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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背景下，美西方更是利用债务救助议

题大肆抹黑中国的贷款，完全无视中国贷款在

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极力宣传

中国推行“债务陷阱外交”，鼓动发展中国家债

务国向中国要求债务减免，利用集体行动要求

中国承担主要责任。 债务议题近乎从一个经济

问题演变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政治和安全问

题。①这不仅无视基本事实，而且也加剧了国际

社会的分裂，从而无助于真正去应对和解决发

展中国家的债务诉求。②

３．２　 国际债务治理改革的新动力

２０１０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来源、债务

风险和核心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 债务问题复

杂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差异化是当前

国际债务治理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推动国际

债务治理改革的重要动力。
（１）不同国际债务治理理念和模式的磨合

为国际债务治理改革提供新动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融资者，结合本国的

国情和发展经验，逐渐探索出一套不同于传统

的对外融资模式。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时间里，
中国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 ／开发

性金融机构推动了中国投融资在发展中国家的

快速拓展。 近些年来，中国的商业银行海外融

资业务也开始大踏步推进。 尤其是在“一带一

路”倡议的推动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丝路基

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专业融资机制

纷纷建立。 这些变化使中国在国际融资中的地

位获得了快速提升。 然而，中国在国际债务治

理上的经验和模式与传统债务治理机制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 例如，传统融资机制更强调债务

控制，中国则更强调经济发展来促进债务可持

续。 前者更强调债务的“条件性”来调控发展中

国家政策议程，后者则更加灵活，更注重发展中

国家的自主性和造血能力建设。 前者更强调标

准、透明和程序的正义性，而后者则更注重债务

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债务的开发效应和带动效

应。 这些差异和竞争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

传统融资和债务治理体系影响力在下降，而新

兴融资和债务治理的影响力在持续上升。 这一

趋势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竞争和磨合，成为国际

债务治理改革的主要动力来源。
（２）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塑造着国际债务治

理的议题方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催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债务非政府

组织。 以“消除非法债务委员会”（ＣＡＤＴＭ）、朱
比利债务行动 （ ＪＤＣ）、欧洲债务与发展网络

（ＥＵＲＯＤＡＤ）、拉丁美洲债务与发展网络（ＬＡＴ⁃
ＩＮＤＡＤ）、非洲债务与发展网络（ＡＦＲＯＤＡＤ）等

为代表的国际债务非政府组织，在影响七国集

团、巴黎俱乐部、多边金融机构、联合国贸发组

织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新千

年发展目标》提出后，国际组织在债务与发展上

的参与不断增强。 ２００４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开始把债务与人权关系作为一个重要工作议

题，并在 ２０１２ 年形成了“联合国关于债务和人

权的指导原则”，核心理念是债务偿还不能以牺

牲民众基本的权利和福利为代价。③国际组织也

开始突出债权人的责任，致力于推动贷款方和

借款方共同的“责任”框架。 ２００２ 年，蒙特利尔

发展融资峰会确立了债权国和债务国应在债务

不可持续性问题上承担共同责任的原则。 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贸发组织会议提出了“主权债务贷款

和借款的共同责任原则”。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亚的

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提出，“联合国将在现有倡议

基础上继续推动构建债权国和债务国履行共同

责任的全球规则和规范。”④国际债务非政府组

织是国际债务治理改革的主要倡议者，其核心

主张是通过改革传统债务治理体系，促使债权

１１

①

②

③

④

可参见周玉渊：“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与反

思”，《国际展望》，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可参见周玉渊：“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现

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 ／ ＨＲＣ ／ ２０ ／ ２３， Ａｎｎｅｘ， ２０１１， ｐａｒａ ５０．
ＵＮ，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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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更大责任和实质性减免债务，从而预防

发展中国潜在的债务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一些国际债务非政府组织大力呼吁减免发

展中国家债务，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救

助。①此外，一些新的行动联盟例如全球议员联

盟等也开始关注债务问题，尤其是通过全球联

动的方式在债务救助问题上产生较大影响。 总

之，这些多元化的参与塑造了当今国际债务治

理的议题，为国际债务治理改革提供新的要求。
（３）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复杂化要求提升

国际债务治理能力。
债务问题复杂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是债务构成和风险发生重要变化。 总体上，
当前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在增加，债务不可持

续风险在持续上升。 国际融资体系正在发生较

大变化。 中国等新兴国家融资意愿和能力在快

速上升，而巴黎俱乐部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外债

中的比重出现了大幅下降。 尤其是，私人金融

机构债务包括债券、商业银行贷款等在发展中

国家外债中的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发展中国家

债务负担的重要来源，正成为诱发债务危机的

重大潜在隐患。 其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债务

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传统的国际债务治理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基

本处于被动的地位，债务谈判的规则、议程、包
括文本基本都是由巴黎俱乐部和多边金融机构

主导的。 然而，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在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新的融资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了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和自主设置议程的能

力。 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债务治理中的

诉求和影响也正在提升。 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非洲国家通过联合国、非盟、次区域组织

以及双边途径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非洲的

债务救助。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复杂化带来了

新的挑战，要求国际债务治理必须进行有效

回应。

３．３　 国际债务治理转型的方向

由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债务治理的不

足日益暴露，改革国际债务治理的动力逐渐增

强。 这也正在为国际债务治理转型提供重要思

路和方向。 当前来看，如何从债务问题的根源

入手提高债务的良好治理，如何加强债务主体

之间的协调合作，如何推动不同治理模式的优

势互补，应是新型国际债务治理的核心议题和

重点方向。
（１）新型国际债务治理应致力于搭建包容、

开放、高效的国际融资管理体系。
债务管理的前提是融资管理，债务可持续

性的决定性要素是负责任的融资。 因此，中国

与传统债务治理体系合作的重要方向是加强在

融资管理上的合作协调。 作为重要的融资提供

者，中国对于传统融资机构的融资能力建设是

重要补充。 全球发展融资尤其是基础设施融资

需求依然巨大，传统融资机构远远不能解决这

一问题。 因此，需要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

兴国家和融资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应对这一挑

战。 事实上，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下，中国与传统融资者的合作正在快速发展。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同传统多

边融资机构等通过建立合作机制、设立股权基

金、开展银团贷款、联合融资、转贷、授信、风险

分担机制、持股等合作方式，形成了多元化融资

架构。 例如，国开行发起设立了上合银联体、中
国—中东欧银联体、中阿银联体等银行间合作

机制，同渣打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德意

志银行等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进出口银行与

俄罗斯开发银行、荷兰国际集团、非洲贸易和发

展银行等合作，共同出资或提供流动性贷款，以
支持出口买方信贷。 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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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ｕｂｉｌｅｅ Ｄｅｂ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Ｃａｎｃｅｌ ｔｈｅ Ｄｅｂ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ｊｕｂｉｌｅｅｄｅｂｔ．ｏｒｇ． ｕｋ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ｓｔｏｐ －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ｄｅｂｔ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ｕｎｅｖａ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Ｃｏ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Ｅ⁃
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ｄａｄ． ｏｒｇ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ｕｎｅｖａｒ， “Ａ Ｄｅｂｔ Ｍ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 ｆｏｒ Ｌｏｗ Ｉｎ⁃
ｃｏｍ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ｕｒｏｄａｄ Ｃｏｓ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 Ｄｅｂｔ Ｍ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ｍ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４，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ｄａｄ． ｏｒｇ ／ ｄｅｂｔ＿ｍｏｒａｔｏｒｉ⁃
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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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联合融资是比较普遍的做法。①中国与国际金

融机构在对外融资上的协调合作是共同应对发

展中国家融资挑战、降低和分担融资风险、提高

融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方式。 这也是提

高债务可持续性、促进共同应对债务风险的重

要保障。
（２）新型国际债务治理应推动不同治理模

式间的优势互补。
虽然传统融资者和中国等新型融资者在债

务治理的理念和模式上存在着差异乃至竞争，
但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上存在着基

本共识。 因此，如何实现不同治理模式间的优

势互补对于构建均衡的国际债务治理体系至关

重要。
为此，首先，必须尊重不同治理模式间的差

异，相互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利益和关切。 传统

融资者应该改变债务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承认

中国融资和债务治理的务实性和有效性。 中国

也应该尊重传统融资者长期以来确立的原则、
标准和规范。

其次，应该共同致力于债务可持续性与发

展可持续性的有效统一。 传统债务治理重点聚

焦债务可持续性，核心理念是“流量控制”。 中

国重点聚焦发展可持续性和融资不间断性，更
侧重于债务的“流向控制”。 传统债务治理的优

势是其经济稳定和改革计划，以及国别战略和

行业规划。 中国融资具有明显的领域聚焦、项
目为主和全产业链支撑的特点，这很大程度上

保证了融资的经济带动效应。 两者在实践中正

在形成自然分工的格局。 因此，应该充分利用

彼此的优势，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国际债务

治理的均衡发展。
最后，应共同致力于丰富完善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融资结构。 应该理解和承认发展中国家

的国际融资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基于“债务

陷阱论”等各种妖魔化论调。 巴黎俱乐部和国

际金融机构是传统的融资者和债权人，但这并

不意味着中国等新兴融资者和债权人就是威胁

和挑战。 相反，中国等的发展融资弥补了巴黎

俱乐部意愿和能力下降带来的缺口，在促进形

成多边融资、双边融资、私人融资的合理结构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各方应基于这一共识，
共同推动构建均衡有效稳定的国际融资结构。

（３）新型国际债务治理必须致力于真正改

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债务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债务是促进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要素之一；另一

方面，如果债务管理出现问题，债务则会成为国

家发展的负担。 因此，国际债务治理的核心目

标应该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管理债务的能力，即
把债务转化为发展的能力。 这具体包含了三个

方面的目标。
一是理清债务与发展的关系。 发展是目

标，债务是工具。 因此，债务治理必须以国家发

展为导向。 也就是说，需要改变“为了控制债务

而管理债务”的思路，真正转化为“以发展为前

提来改善债务”。
二是标本兼治，从根源来为发展中国家债

务治理创造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有着

深刻的国际和国内根源。 世界经济的波动例如

大宗商品价格、利率、汇率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政府“不负责任”的借贷，西方国家和金融机构

将债务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图谋等，都是发

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意味

着，国际债务治理必须从更系统全面的角度去

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三是理清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真正威

胁，通过团结合作为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

提供支撑。 相比于双边和多边主权债务的可控

性，私人债务风险挑战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监

管难的特点，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债务

风险。 一些机构的研究已经发出警告，私人融

资和债券债务违约将极大可能成为许多中低收

３１

① 在政策性金融合作之外，商业银行间的合作也取得了快

速发展。 具体案例可参见，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著：
《融合投融资规则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经
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国家开发银行网站，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ｄｂ． ｃｏｍ． ｃｎ ／ ｒｄｚｔ ／ ｙｄｙｌ ／ ２０１９１１ ／ Ｐ０２０１９１１０６６５２０７５８２２
０７１．ｐｄｆ，第 ３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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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下一轮债务危机的主要推手。①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面临

的重大威胁，对其债务偿还构成了现实的挑战。
这正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真正威胁。
为此，国际社会应该在发展中国家债务威胁上

建立共识，避免债务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等不

利于债务治理的行为，通过团结合作，为应对发

展中国家债务威胁和挑战提供支撑。

四、结　 语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到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国际债务治理

的诞生、变革和转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

力来源。 ８０ 年代的债务危机推动了巴黎俱乐部

从债务解决机制向治理机制的转变，确立了国

际金融机构和巴黎俱乐部在国际债务治理中的

主导地位，塑造了当前以债务减免和债务可持

续性为核心的国际债务治理方案。 当今的新冠

肺炎疫情则正在加快国际债务治理的转型进

程。 二十国集团通过的“缓债倡议”以及中国在

国际集体债务救助上的积极参与正在给未来的

国际债务治理提供希望和期待。 可以期待，新
型的国际债务治理将建立在不同理念和治理模

式的互鉴、互动和互补基础之上，将能够更加促

进债务可持续性与发展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
将更有效地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和发

展困境提供支持和方向。
作为国际发展融资和债务治理新的重要的

攸关方，中国在参与国际债务治理、推动国际债

务治理转型、构建新型国际融资和债务治理合

作上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与此同

时，中国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国际体系、国
际规范和大国竞争的压力。 为此，中国应积极

把握当前国际债务治理体系转型的机遇，妥善

应对主要来自美国、印度等推动的大国竞争和

地缘政治斗争带来的挑战，通过与传统国际债

务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为中国的对外融资和

国际合作提供健康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一，基于国际规则和实践，加强中国融资

和债务治理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建设。 近年来，
中国金融机构已经在尝试对标国际规则和标

准，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债务可持续性上

开始提出重要政策框架。 中国融资和债务治理

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将为中国参与国际债务治理

合作提供重要前提。 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巴

黎俱乐部在主权债务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在条

件允许情况下，可以考虑以正式身份开展与巴

黎俱乐部的合作。 中国也应继续深化与国际金

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的合作，加强

在债务救助、债务可持续性、债务与发展可持续

性上的优势互补和经验分享。
第二，以开放包容的原则，拓展和深化与国

际金融机构包括西方金融机构在发展融资领域

上的合作。 债务问题的源头在融资，科学和可

行的融资规划是防止债务问题产生、促进债务

产生实际效果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分摊融资

和债务成本、降低风险冲击的重要方式。 因此，
中国应该加大开放力度，积极探索和创新中国

与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在第三方市场的融

资合作。
第三，创新融资模式，优化中国发展融资结

构。 中国海外融资主要以官方融资为主，民间

和私人资本比重很小。 这意味着中国融资在拉

动私人资本上的催化作用尚未有效发挥，也使

得中国融资具有明显的官方和政府属性，这也

是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影响力快速上升感到焦虑

的重要原因。 因此，应该明确政府和市场融资

的边界，提升官方在催化私人资本上的重要作

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融资的整体水平，也
有助于降低中国海外融资面临的战略和地缘政

治风险。
第四，打造中国融资和债务治理的名片，把

中国经验转化为国际经验。 中国融资主要集中

于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电力等具有重大经济带

动效应的领域和行业，其经济刺激和产业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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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ｏｄｏ Ｅｌｌ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ｅｂｔ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Ｅｕｒｏｄａ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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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巨大。 然而，其潜力的释放必须依赖中国

融资项目后期的有效管理以及所在国政府、企
业和社区的广泛参与。 这事实上也正是目前中

国融资项目的一个短板。 这一关系没有处理

好，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融资的机遇最后变成

债务的负担。 因此，中国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着力提升中国融资的精品化和可持续性，通过

投建营一体化、融资项目包容性规划等的创新，
真正使中国优势和经验转化为国际认可的方式

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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